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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退耕还草地植物群落动态对生态系统碳储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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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退化农地通过植被恢复能够提高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但是植被恢复中植物群落特征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碳储量仍存在不

确定性。 以农田为对照，选取自然恢复 ８、１５、２５、３５ ａ 草地为对象，探讨退耕还草地植物群落特征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结

果表明：群落盖度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而显著增加，恢复 ３５ ａ 时达到最大值（６４．０％），优势种从达乌里胡枝子、赖草、茵陈蒿演

变为长芒草、铁杆蒿；禾草类、多年生草本和灌木逐渐成为优势种。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Ｐａｔｒｉｃｋ 指数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均在第 １５ 年达到最大值。 地上植被碳储量和地下植被碳储量在恢复期间呈直线增加的趋势，且均在 ３５ ａ 达最大值，分别为

０．８３ Ｍｇ Ｃ ／ ｈｍ２、１．４９ Ｍｇ Ｃ ／ ｈｍ２，而凋落物碳储量在第 ２５ 年达到最大值，为 ０．４０ Ｍｇ Ｃ ／ ｈｍ２。 土壤碳储量与有机碳含量总体呈先

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第 ８ 年达到最低值，在第 ３５ 年恢复到农田水平之上，占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９３．３％—９９．６％；表层 ０—１０ ｃｍ

土壤碳储量占 ０—３０ ｃｍ 碳储量的 ３８．９％—５０．３％，呈表聚现象。 生态系统碳储量与土壤碳储量趋势一致，即恢复到第 ８ 年最

低，为 ２４．３２ Ｍｇ Ｃ ／ ｈｍ２，恢复到第 ３５ 年最高，为 ４３．７０ Ｍｇ Ｃ ／ ｈｍ２。 群落盖度、地上生物量、凋落物生物量、禾草、豆科以及多年生

植物的重要值与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杂草和一年生植物重要值与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显著负相关（Ｐ＜

０．０５）。 研究表明植被群落组成的动态变化通过增加植被碳储量和土壤碳储量实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增加，而多年生植物、杂

草与禾草的重要值和地下生物量与凋落物生物量是影响生态系统碳储量的重要植被因子。

关键词：植被恢复；碳储量；生物量；固碳；植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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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ｂ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ｓ， ｆｏｒ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全球气候变暖是目前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人类活动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

因［１］。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 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 等，其中 ＣＯ２约占 ６０％［２］。 由于历史上的人为活动，全世

界土壤已向大气输送了 ０．１３３ Ｐｇ 碳［３］。 为了应对减排压力，目前国际上都在寻找各自的减排途径，其中，通
过植被恢复对碳的吸收来减少 ＣＯ２排放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而且植被恢复还能提高土壤质量，防止土地

退化［４］。
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约占陆地总面积的 ２０％，其碳储量达 ２００—３００ Ｐｇ［５］。 研究发现，草

地通过自然恢复能显著增加植被盖度，地上生物量和碳储量［６］。 Ｊｉｎｇ 等［７］认为植被恢复 ２０ ａ 后物种密度、多
样性、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均呈现降低趋势。 李永强等［８］表明土壤有机碳呈现出先降低后增加的变化规律，
虽然恢复 ３３ ａ 增加了土壤碳储量，但尚未恢复到初始农田的碳储量水平。 然而，赵威［９］等发现土壤碳储量在

第 ３ 年开始上升，并在第 ８ 年恢复到农田水平。 由于初始土壤退化程度和恢复时间长短等因素存在差异，土
壤碳储量恢复到最佳水平的时间不同。 另外，目前的工作较多的关注在土壤碳储量的时间动态变化上，尚缺

少对整个生态系统碳储量的系统研究。 植被恢复后植物群落组成等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仍有较多不确

定性，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黄土高原是世界上侵蚀最严重、黄土沉积最深厚的地区之一［１０］，为了减少土壤水分、碳流失和土壤侵蚀，

我国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启动了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１１⁃１２］。 比如，自 １９９９ 年起，实施的“退耕还林（草）”
工程，将农田转化为林地或草地，是覆盖范围最广的生态恢复工程之一［４］。 大规模造林植草改变森林和草地

面积，使植被覆盖显著增加，必然改变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１３⁃１６］。 退耕还草地是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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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较大的植被恢复类型之一，深入研究农田弃耕后草地的碳汇能力对科学研究和地方决策者都很重要。
本研究通过探讨退耕还草地恢复过程中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以及植被群落组成的变化，以及研究草地恢

复后植被群落组成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以期为黄土高原地区生态恢复及其固碳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数

据参考。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纸坊沟流域（３６ ° ４４ ′ — ３６ ° ５１ ′ Ｎ， １０９ °１５ ′ —１０９ °１８ ′ Ｅ），海拔为

１１４４—１３０７ ｍ。 该地区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四季长短不等，干湿分明。 常年平均气温 ９．１
℃，最高温 ３６．８ ℃，最低温－２３．６ ℃，年平均降水量 ５０３ ｍｍ，最多为 ６４５ ｍｍ，最少为 ２９６．６ ｍｍ，夏季约占全年

降水量 ７０％，年蒸发量大于 １４００ ｍｍ，年日照时数为 ２３００—２４００ ｈ，全年无霜期 １６０ ｄ。 土壤主要为黄土母质

发育形成的黄绵土，是黄土高原地区分布最广的土壤类型。 研究区草地的天然植被主要以长芒草（ Ｓｔｉｐａ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白羊草 （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赖草 （ Ｌｅｙｍｕｓ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铁杆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茭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达乌里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ｄａｕｒｉｃａ）、异叶败酱（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等为主，退化农田以玉

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地为主。
１．２　 实验设计与样品采集

本文采用空间代替时间法，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选取农田（玉米地）、农田弃耕后自然恢复 ８、１５、２５、３５ ａ 草地

为研究对象（表 １）。 每个恢复年限选取 ３ 块草地，每块草地设置为 ２０ ｍ × ２０ ｍ 样地，沿对角线方向分别设置

３ 个 １ ｍ×１ ｍ 的样方。 由于在恢复草地样地中发现有灌木幼苗，植株较小尚未形成群落，因此在调查时与草

本植物同时调查。 在每个样方内，调查每个样方内的植株高度、多度、盖度和物种组成。 采用剪刀齐地减去地

上部分作为地上生物量，去除地上的鲜活植物后收集地表的枯落物，将土壤表面的覆盖物清理干净，采用直径

为 ９ ｃｍ 的根钻采集 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 ｃｍ 土层内的根系生物量，每个样方沿对角线方向取 ３ 钻，混合后

用干筛法获取根系。 使用直径为 ５ ｃｍ 的土钻，沿每个样方的对角线方向自下而上进行取样，按 ０—１０、１０—
２０、２０—３０ ｃｍ ３ 个土层，共取 ５ 钻土。 同一土层的 ５ 钻土混合均匀后合并成一个土样，然后过 ２ ｍｍ 筛，以除

去植物残体、砾石等杂物，在室温下风干后用于测定土壤理化指标。 在每个样方旁用 １００ ｃｍ３环刀在 ０—１０、
１０—２０、２０—３０ ｃｍ ３ 个土层，采集未搅动的自然状态土样，用于测量土壤容重，每个样地 ３ 个重复。

表 １　 不同恢复年限样地地理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恢复年限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 ａ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容重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ｇ ／ ｃｍ３）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０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１９—２４ １２８０．５±５．６ １．２６±０．０１ａｂ 南、东南 上坡、中坡

８ １５—３２ １２４０．４±３．１ １．１４±０．０２ｃ 东北、西北 上坡、坡顶

１５ １４—３０ １２６１．９±４．０ １．２３±０．０８ｂ 东北、西北 上坡、中坡

２５ ２２—２８ １１５０．５±５．４ １．２９±０．０６ａ 西南、西 上坡、中坡

３５ １４—２９ １２００．５±４４．９ １．１６±０．０６ｃ 东、东北 上坡、中坡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恢复年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３　 测定方法

将地上植被、凋落物和根系用去离子水冲洗，１０５ ℃杀青 ３０ ｍｉｎ 后在 ６５ ℃下烘干至恒重，取其干重用以

计算地上植被、凋落物和根系的碳储量。 土壤有机碳、植被碳和凋落物碳采用 Ｋ２Ｃｒ２Ｏ７⁃Ｈ２ＳＯ４氧化法测定［１７］，
土壤容重采用称量法进行测定。
１．４　 数据处理

（１）土壤有机碳的计算公式［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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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 ＝ ＳＯＣ × ＢＤ × Ｄ
１０

式中：ＣＳ为土壤有机碳储量（Ｍｇ ／ ｈｍ２）；ＳＯＣ 为土壤有机碳含量（ｇ ／ ｋｇ）；ＢＤ 为土壤容重（ｇ ／ ｃｍ３）；Ｄ 为土层厚

度（ｃｍ）。
（２）植被碳储量计算公式［１８］

ＣＰ ＝ Ｂ × Ｃ ｆ

ＣＰ是植被碳储量（Ｍｇ ／ ｈｍ２）；Ｂ 是植被生物量（Ｍｇ ／ ｈｍ２）；Ｃ ｆ是植物生物量碳含量（％）。
（３）多样性指数计算［１９］

Ｒ ＝ Ｓ

ＳＷ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２

ｉ

Ｊ ＝ ＳＷ ／ ｌｎＳ
Ｒ 是 Ｐａｔｒｉｃｋ 物种丰富度指数，ＳＷ 是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Ｄ 是 Ｓｉｍｐｓｏｎ 辛普森指数，Ｊ 是 Ｐｉｅｌｏｗ

均匀度指数，Ｓ 是该样地的总物种数，ｉ 是物种 ｉ，Ｐ ｉ是物种 ｉ 的相对重要值。
重要值、相对频度、相对盖度、相对高度、相对密度计算方法［１９］。

重要值＝（相对频度＋相对盖度＋相对高度＋相对密度） ／ ４００
相对频度＝（某个种的频度 ／所有种的频度）×１００
相对盖度＝（某个种的盖度 ／所有种盖度之和）×１００
相对高度＝（某个种的平均高度 ／所有种的平均高度之和）×１００
相对密度＝（某种植物个体数目 ／全部植物个体数目）×１００

１．５　 数据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不同恢复年限生物多样性、生物量和碳储量的差异；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对植物生活型、功能群、生物多样性和碳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８ 软件作

图，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植被恢复中植物群落特征的变化

随着植被恢复，群落高度波动较大（表 ２），第 ２５ 年与第 ８、３５ 年之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恢复后的第

８ 年群落高度最高（６４．１４ ｃｍ）。 群落盖度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总体呈上升的趋势，第 ８ 年与第 １５、３５ 年之间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群落盖度在第 ３５ 年达到最高（６４．０％），分别是第 ８、１５、２５ 年的 ２．１、１．２、１．５ 倍（表 ２）。
随着植被恢复，该地区的优势种由达乌里胡枝子（Ｌ．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赖草（Ｌ．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茵陈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
等逐渐演替为长芒草、铁杆蒿（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等草种。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与 Ｐａｔｒｉｃｋ 指数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表 ２），其范围分别为 １．６１—１．９２、６．００—８．２２，均在第 １５ 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１．９２、８．２２。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在第 １５ 年显著高于其他恢复年限（Ｐ＜０．０５），Ｐａｔｒｉｃｋ 指数在第 １５ 年和第 ３５ 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与 Ｐｉｅｌｏｗ 指数随着植被恢复年限的增加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表 ２）。 在自然恢复后的

第 １５ 年植被多样性最高，物种丰富，结构稳定，最有利于退化土地的恢复（表 ２）。
随着植被恢复，一年生植物重要值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图 １），并在第 ３５ 年达到最小值（３．４％），仅为第 ８

年的 １６．９％。 多年生植物却与之相反，总体呈上升趋势，在第 ３５ 年最大（８０．３％），第 ３５ 年的多年生植物重要

值分别为第 ８、１５、２５ 年的 １．１、１．０、１．２ 倍；灌木也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总体呈增加趋势。 随着植被恢复，杂草

类草本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图 １），其重要值从 ５９．２％下降到 ２５．３％，下降了 ５７．２％。 禾草类草本重要值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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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趋势，第 ８ 年仅为 ３７．１％，但第 ３５ 年达到 ５９．１％，增加了 ５９．２％。 豆科类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第 １５ 年最高，重要值达到 ２６．８％，约为第 ８ 年的 ７．３ 倍，之后豆科类植物呈减少的趋势，在第 ３５ 年重要值仅为

１５．６％。

表 ２　 不同恢复年限植物群落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群落特征
Ｂｉ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恢复年限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 ａ

８ １５ ２５ ３５

群落高度 Ｂｉｏｍ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６４．１４±４．１７ａ ５２．６７±５．７７ａｂ ４２．３８±２．２４ｂ ５３．３３±７．１８ａ

群落盖度 Ｂｉｏｍ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３０．５±２．２０ｃ ５３．４±４．３０ａｂ ４２．７±５．８６ｂｃ ６４．０±４．２０ａ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 １．６９±０．１５ｂ １．９２±０．０６ａ １．７３±０．１３ｂ １．６１±０．０９ｂ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０．７６±０．０４ａ ０．８３±０．０１ａ ０．７９±０．０３ａ ０．７６±０．０２ａ

Ｐａｔｒｉｃｋ 指数 ７．００±０．８７ａｂ ８．２２±０．４０ａ ６．８９±０．８７ａｂ ６．００±０．５０ｂ

Ｐｉｅｌｏｗ 指数 ０．９１±０．０２ａ ０．９１±０．０１ａ ０．９２±０．０１ａ ０．９２±０．０１ａ

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达乌里胡枝子、赖草、
茵陈蒿

茭蒿、达乌里胡枝子、
铁杆蒿、 白羊草、茭蒿、铁杆蒿 长芒草、铁杆蒿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香农威纳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辛普森指数； Ｐａｔｒｉｃｋ：丰富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ｗ：均匀度指数；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恢复年限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 １　 不同恢复年限植物生活型与功能群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一年生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ｓ； 多年生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ｓ ｈｅｒｂ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杂草 Ｆｏｒｂｓ； 禾草 Ｇｒａｓｓｅ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ｕｓ

２．２　 植被恢复中植被碳储量的变化

地上生物量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呈上升的趋势（表 ３），并在第 ３５ 年达到最大值，为 １９６．８ ｇ ／ ｍ２，约为第

０、８、１５、２５ 年的 ６．５、２．１、１．３、１．３ 倍，第 ０ （农田）、８、１５ 年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但第 １５、２５、３５ 年之间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 地下生物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在第 ３５ 年达到最大值 ４８４．１ ｇ ／ ｍ２，约为第 ０、８、１５、２５ 年的

６９．２、１．２、２．４、１．６ 倍，第 ０、１５、３５ 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凋落物生物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第 ８ 年与第

１５、２５、３５ 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植被恢复 １５ ａ 后，凋落物生物量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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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恢复年限生物量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恢复年限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 ａ

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 ／ ｍ２）
地下生物量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 ／ ｍ２）
凋落物生物量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 ／ ｍ２）

０ ３０．３±３．３３ｃ ７．０±０．０１ｃ －

８ ９２．３±７．２１ｂ ３９５．０±８３．０９ａｂ ２４．２±３．２９ｂ

１５ １４７．７±１４．６５ａ ２０２．４±３３．４０ｂｃ １４３．９±５５．９０ａ

２５ １５４．６±１５．０３ａ ２９４．９±３８．３０ａｂ １１３．４±１７．０４ａ

３５ １９６．８±２３．４２ａ ４８４．１±７７．３４ａ １１４．０±２８．３４ａ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恢复年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 ２　 不同恢复年限植被碳储量

　 Ｆｉｇ．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地上 碳 储 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地 下 碳 储 量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凋落物碳储量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恢复年限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

随着植被恢复，地上与地下植被碳储量均呈上升的

趋势（图 ２），且均在第 ３５ 年达最大值，分别从第 ０ 年的

０．１１ Ｍｇ Ｃ ／ ｈｍ２、０．０２ Ｍｇ Ｃ ／ ｈｍ２增加到 ０．８３ Ｍｇ Ｃ ／ ｈｍ２、
１．４９ Ｍｇ Ｃ ／ ｈｍ２，地上和地下植被碳储量分别是农田阶

段的 ７．５ 和 ７４．５ 倍。 地上植被碳储量第 ８ 年与第 １５ 年

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但第 １５、２５、３５ 年之间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 地下生物量碳在第 ０、８、３５ 年间差异

显著，在整个恢复过程中地下生物量碳显著增加，但在

８、１５、２５ ａ 间无显著差异。 凋落物碳储量总体呈上升的

趋势（图 ２），在第 ８、１５ 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第 １５ 年后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第 １５、２５、３５ 年凋落

物碳储量为 ０．３７ Ｍｇ Ｃ ／ ｈｍ２、０．４０ Ｍｇ Ｃ ／ ｈｍ２、０．３５ Ｍｇ Ｃ ／
ｈｍ２，分别为第 ８ 年的 ４．９、５．３、４．７ 倍。

图 ３　 不同恢复年限各土层碳含量和碳储量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恢复年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植被恢复中土壤碳储量的变化

恢复年限显著影响土壤碳含量与碳储量（图 ３），土
壤的碳含量和碳储量均呈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且
在第 ３５ 年达到最大值，０—３０ ｃｍ 碳含量和碳储量分别

为 １１．８９ ｇ ／ ｋｇ、４１．０３ Ｍｇ Ｃ ／ ｈｍ２，相对于农田分别增加了 ２７．３％和 １６．８％。 第 ３５ 年 ０—３０ ｃｍ 的土壤碳储量分

别是第 ０、８、１５、２５ 年的 １．２、１．７、１．２、１．６ 倍，第 ８ 年是碳储量最低的年限（２３．３４ Ｍｇ Ｃ ／ ｈｍ２）。 除了第 １５ 年

０—１０ ｃｍ 的碳储量高于农田，第 ８、１５、２５ 与第 ３５ 年的各土层土壤碳储量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植被恢复

后第 ８、１５、２５ 年 ０—３０ ｃｍ 的碳储量均未达到农田水平（图 ３）。 土壤的碳含量和碳储量均随着土层的加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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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且 ０—１０ ｃｍ 土壤碳储量约占 ０—３０ ｃｍ 碳储量的 ３８．９％—５０．３％，呈表聚现象。

图 ４　 不同恢复年限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ｓ

２．４　 植物恢复中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

随着植被恢复，生态系统碳储量总体呈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图 ４）。 在第 ８ 年最低为 ２４．３２ Ｍｇ Ｃ ／ ｈｍ２，在
第 ３５ 年到达最大值 ４３．７０ Ｍｇ Ｃ ／ ｈｍ２，第 ３５ 年碳储量约

为第 ０、８、１５、２５ 年的 １．２、１．８、１．２、１．６ 倍，第 ３５ 年的生

态系统碳储量显著高于其他年限且超过农田的水平。
虽然第 １５ 年的碳储量已经基本达到农田的水平，且与

农田生态系统碳储量无显著差异，但第 ２５ 年的碳储量

显著低于农田的生态系统碳储量（Ｐ＜０．０５）。
２．５　 植物恢复中植物群落组成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影响

群落盖度、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与禾草、多年生

草本和灌木重要值与植被碳储量呈显著正相关（Ｐ ＜
０．０５），杂草和一年生草本重要值与植被碳储量呈显著

负相关（Ｐ＜０．０５）。 群落盖度和多年生草本重要值与整个土层的土壤碳储量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而一年

生草本重要值与土壤碳储量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 凋落物生物量仅与 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碳储量呈显

著正相关（Ｐ＜０．０５），而杂草和禾草的重要值与 １０—３０ｃｍ 土层土壤碳储量分别呈显著负相关和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５）。 群落盖度、地上生物量、凋落物生物量、禾草、豆科以及多年生植物与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显著正相

关（Ｐ＜０．０５），杂草和一年生植物与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且群落盖度、凋落物生物量和杂

草、一年生、多年生植物的重要值均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表 ４　 植物群落结构组成和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碳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群落特征
Ｂｉ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植被碳储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土壤碳储量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０—１０ ｃｍ １０—２０ ｃｍ ２０—３０ ｃｍ

生态系统碳储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群落高度 Ｂｉｏｍｅ ｈｅｉｇｈｔ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４ －０．１９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３０

群落盖度 Ｂｉｏｍ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７３９∗∗ ０．４９３∗∗ ０．４８６∗∗ ０．４９０∗∗ ０．５８６∗∗

丰富度指数 Ｐａｔｒｉｃｋ －０．３０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４

香农威纳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０．２３４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４

辛普森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０．１５２ ０．２４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９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ｗ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０．９１９∗∗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６ ０．１９０ ０．３１７∗

地下生物量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０．６６２∗∗ －０．２３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７

凋落物生物量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０．３２３ ０．４５４∗∗ ０．４０９∗∗ ０．２５６ ０．４５３∗∗

杂草 Ｆｏｒｂｓ －０．５６６∗∗ －０．２７４ －０．４６４∗∗ －０．４２５∗∗ －０．４３２∗∗

禾草 Ｇｒａｓｓｅｓ ０．５７０∗∗ ０．０１４ ０．４６８∗∗ ０．４９０∗∗ ０．３４７∗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ｕｓ ０．２８４ ０．４９６∗∗ ０．２３３ ０．１２８ ０．３９０∗

一年生草本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ｒｂｓ －０．５９１∗∗ －０．６２３∗∗ －０．６１２∗∗ －０．５６２∗∗ －０．６９５∗∗

多年生草本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ｓ ０．４４６∗∗ ０．８１０∗∗ ０．６７１∗∗ ０．６６８∗∗ ０．８１９∗∗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０．３４６∗ ０．０２８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４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６　 植物和土壤碳储量与群落因子的关系

植被恢复后，草地植被碳储量的主要受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凋落物、以及杂草与灌木重要值和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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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指数的影响，土壤碳储量的主要受多年生植物、禾草、杂草的重要值和地下生物量的影响，而生态系统碳储

量的主要受多年生植物、杂草与禾草的重要值、地下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的影响（表 ５）。

表 ５　 植物和土壤碳储量与植物多样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碳储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方程式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２

自然恢复草地 植被 Ｙ ＝ ０．００７Ａ ＋ ０．００２Ｂ ＋ ０．００２Ｌ － ２．９１３Ｚ － ５．１５６Ｇ ＋ １．００６Ｓ ＋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５∗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ｇｌ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１０ ｃｍ 土壤 Ｙ ＝ ７５．７０７Ｐ － ０．００７Ｂ － ４０．６８８ ０．７６４∗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壤 Ｙ ＝ ３１．０６３Ｐ ＋ ２３．３２５Ｈ － ３６．７２４Ｇ － ０．００４Ｂ ＋ ０．００５Ｌ － １７．６６２ ０．８７０∗

２０—３０ ｃｍ 土壤 Ｙ ＝ ３４．５７８Ｐ ＋ ２３．６２７Ｈ － １２．９０３Ｚ － ３３．０４５ ０．９１６∗

生态系统 Ｙ ＝ １６０．０４３Ｐ ＋ ６１．４１６Ｈ － ０．０１１Ｂ ＋ ３１．７９６Ｚ ＋ ０．０１６Ｌ － １２５．５９７ ０．８８７∗

　 　 Ａ： 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 地下生物量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Ｌ： 凋落物生物量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Ｚ： 杂草 Ｆｏｒｂｓ； Ｈ： 禾草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Ｐ： 多年生植物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ｓ； Ｇ：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Ｓ： 辛普森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植被恢复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植被恢复是恢复生态系统功能最有效的途径，植被恢复通过增加地表植被，改善土壤和环境因子，使土壤

养分增加并减少水分的损失，为植被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６， ２０］。 本研究发现随着恢复年限的延长，植
被盖度和地上生物量呈增加的趋势。 因此，随着植被生长越来越旺盛，植被生物量和地表覆盖度不断增加。

长期的植被恢复存在明显的物种演替现象，群落演替是物种适应外界环境变化与其他物种发生竞争后物

种更替的必然结果［２１］。 本研究表明不同恢复年限之间的草地物种组成有显著差异，演替过程为达乌里胡枝

子（Ｌ．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 ＋赖草 （ Ｌ．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 ＋茵陈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 →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达乌里胡枝子

（Ｌ．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铁杆蒿 （ 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白羊草 （ Ｂ．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茭蒿 （ Ａ．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铁杆蒿→长芒草 （ 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铁杆蒿（表 ２），这是由各种生态位此消彼涨的结果。 可以看出铁杆蒿从无到有，逐渐成为优势种，
这表明随着植被的恢复年限的增加，植被群落是在不断变化的。 不同的草种对长期植被恢复的响应存在显著

差异，这与植物群落自身的特点、恢复时间的长短和环境条件有关。 例如，Ｈｅ 等［２２］认为长期的植被恢复导致

地表凋落物增加，从而抑制芽库和根茎的更新，且以根茎型为主的草种受到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物种。 Ｊｉｎｇ
等［７］发现通过长时间的植被恢复，本氏针茅（Ｓｔｉｐ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ｔａ）经过生态演替成与当地气候相对稳定的大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很多研究认为植被恢复会显著提高物种多样性［６， ２３］，但短期的植被恢复对多样性的影响不

显著［２４］。 植被恢复后多样性趋势的变化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立地条件和气候因子不同造成的［２５］。 本研究

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Ｐａｔｒｉｃｋ 指数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表 ２），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２２， ２６］。 造成这

种原因是，在植被恢复初期，植被对光照和养分资源需求相对较小，各种能在该地生存的植物毫无限制的生

长，但在恢复一段时间后，随着植被盖度的增加，一些高大的植物会限制低矮植物的光照资源，使喜光植物消

失。 除此之外，随着植被数量的增加，土壤有限的养分不足以供给太多的植被生存，此时，不同物种产生种间

竞争，优胜劣汰，竞争能力强的植物存活，成为该地区的优势种，而竞争能力弱的植物逐渐消亡，因此生物多样

性会在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又会下降。
优势种群发展的动态对群落的外貌、结构和演替方向有重要影响。 长时间的植被恢复会改变草地群落优

势种，并促使群落发生演替。 本研究表明，随着恢复年限的延长，禾草逐渐代替杂草类植物占主导优势（图
１），井光花［２５］ 研究也表现出类似结果，即禾草类的植株高大，且根系发达，在竞争资源时会占据优势；Ｌｉｕ
等［２７］的研究也表明，杂草类根系较浅，大致分布在 ０—３０ ｃｍ 土层内，而禾草的根系却可深至 ８５ ｃｍ，这也充分

表明禾草的根系相对于杂草在竞争资源时会有更大的优势。 豆科植物在第 １５ 年后就在不断减少是因为在恢

复初期，光照资源很充足，生长的植被也相对较少，充足的养分和光照资源使豆科植物在初期的比例较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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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中期，土壤条件的提高使高大且根系发达的植株不断增多，由于豆科植物的低矮，高大的植株会限制

其光照，发达的根系在竞争土壤养分时也限制着豆科植物的吸收，这都会抑制豆科植物的生长，使豆科植物在

第 １５ 年后不断减少［２５］。 一年生和二年生植物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不断减少，而多年生植物和灌木不断增加

（图 １）。 一年生和二年生植物竞争力弱，且对环境响应比较敏感，随着植被的恢复，植被的生存条件不断提

高，环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使得本就脆弱的一年生和二年生植物逐渐被淘汰。 多年生植物的根系相对

比较发达，其竞争资源的能力强于一年生和二年生植物，足够的生长条件和竞争资源的优势使多年生植物的

比例不断增加［２５］。 灌木也随着恢复年限的延长在不断增加，灌木不仅会限制其他植物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
也会限制低矮植物的光照，这会使竞争力弱且喜光的物种消亡。 灌木的增加表明生态环境是在不断提高的，
且生态稳定性也在不断提高。
３．２　 植被恢复对植物和土壤碳储量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随着植被恢复，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凋落物以及其碳储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表 ３）。
植被恢复可以提高土壤有机碳的含量，进而为植被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提高地上生物量［２８－３０］。 植被的增加

会减少土壤养分的流失和地表水分的蒸发，同时，地下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的增加也在不断改善土壤环境，并
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凋落物分解增加了土壤的有机碳含量。 土壤养分不断增加与植被生长越来越旺盛最

终形成植被－土壤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３１］。 这种良性循环使得原本贫瘠的土壤逐渐肥沃，且使生态环境

逐渐稳定。 随着植被恢复，肥沃的土壤使多年生草本与灌木不断增加，多年生草本与灌木拥有高大的植株和

发达的根系，这会导致生物量快速增加，进而导致植被碳储量不断增加。
土壤碳储量随着植被恢复也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图 ３）。 在恢复初期，植被覆盖度较低，低的植被覆

盖度会导致严重的土壤侵蚀，土壤有机碳随降雨淋滤或迁移到其它地区，使植被恢复前期的 ＳＯＣ 损失［３２］。
随着植被恢复的时间增加，由于凋落物和根系分泌物输入的增加，土壤碳储量也在缓缓增加［３３］。 恢复第 １５
年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碳含量显著高于第 ８、２５ 年，可能是因为在第 １５ 年豆科植物较多（图 １），第 ８、２５ 年的豆

科植物较少引起的。 豆科植物大都低矮，且根系较浅，通过固氮作用增加土壤中的 Ｎ 含量，低的 Ｃ ／ Ｎ 有利于

微生物生长，从而加快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大量的根系输入以及低的 Ｃ ／ Ｎ 促进了表层土壤碳储量的增加［３４］。
在第 ８ 年后，由于植被的恢复作用，第 １５、２５、３５ 年 １０—２０ 和 ２０—３０ ｃｍ 土层的碳储量呈缓慢增加的趋势，并
在第 ３５ 年超过农田水平（图 ３）。 Ｄｅｎｇ 等［１３］研究表明黄土丘陵区植被恢复后土壤碳库净累积需要超过 ３０ ａ
的时间，而 Ｐｏｔｔｅｒ 等［３５］发现农田转化为草地后，要使土壤碳储量达到农田土壤碳储量的水平大约需要 １００ ａ。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在黄土高原丘陵区短时间植被恢复的土壤固碳效应并不明显，土壤碳储量的恢复是一个

长期过程［１３］，在自然恢复后约 ３５ ａ 才达到碳汇的能力。
土壤的碳储量由碳输入量和分解量共同决定［３６］，本研究发现，弃耕地恢复过程中 ０—１０ ｃｍ 土壤碳储量

明显高于 １０—２０ 和 ２０—３０ ｃｍ 土壤碳储量，即碳储量会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逐渐降低，这与 Ｂａｉ 等［３７］研究一

致。 ０—１０ ｃｍ 土壤碳储量约占 ０—３０ ｃｍ 碳储量的 ３８．９％—５０．３％，呈现出表聚现象［１７，３２］。 这是由于草本植

物的根系大部分在表层土壤，表层土壤中更高的细根周转率导致了土壤有机碳的持续累积。 根系较浅的植物

往往寿命较短，会不断长出新的根系。 因此，表土层中，植被演替通过高的细根周转率导致有机质输入持续增

加，增加了有机碳。 然而，在底土层中，根系的输入较少，且更新速度很慢，这导致底土层有机碳增加速度低于

表土层。 除此之外，土壤底层的大团聚体容纳有机碳的空间相对于表层土壤更小，因此表层土壤的碳储量高

于底土层［３８］。
３．３　 植被恢复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生态系统碳储量是由植被碳储量和土壤碳储量组成，而土壤碳储量是生态系统碳储量主要部分。 本研究

中土壤碳储量约占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９３．３％—９９．６％，钟等［３９］ 认为在草地生态系统中，有机碳主要分布在土

壤中，约占生态系统中有机碳总量的 ９０％，是草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碳库，因此生态系统碳储量与土壤碳

储量一样，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图 ４）。 恢复初期由于地表裸露，大量有机碳被带走却无新的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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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自然导致该地区碳储量的减少［４０］。 随着植被恢复，植被盖度上升，不仅减少了地表裸露面积，也减少了

径流对地表的冲刷，与此同时，植物向土壤中输送的根系和凋落物在不断增加，通过微生物分解增加了土壤的

碳储量［１３］。 本研究发现第 １５ 年生态系统碳储量基本接近农田碳储量，主要由于第 １５ 年有较多固氮植物使

得 ０—１０ ｃｍ 土壤碳储量较高，进而提高了该阶段的生态系统碳储量（图 １）。 土壤环境的改善促使植被生长

更加旺盛，如此一来植被碳储量和土壤碳储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了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增加，并在长期恢复后超

过农田的水平。
群落盖度、地上生物量、凋落物生物量、禾草、豆科以及多年生植物与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显著正相关（Ｐ＜

０．０５）（表 ４）。 群落盖度增加意味着地表的植物增多与裸露面积减少，根系的缠绕会对土壤进行固持使其更

加稳定，茎叶和凋落物会减少雨水对地表的侵蚀，这会使该地区由于土壤侵蚀带走的有机碳大大减少，进而保

存了大量土壤有机碳。 随着植被恢复年限的增加，地上生物量大幅度增加，大量的地上生物量一方面会降低

雨滴对表层土壤的溅蚀，另一方面会显著增加植被碳储量，除此之外，在植被衰落时会向土壤输入大量的凋落

物，这不仅会抑制地表径流的形成，还会有效的保存土壤中的水分改善植物生存条件，进一步提高植物的生物

量［４１］。 凋落物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来源，凋落物由易分解的糖类、淀粉、脂肪等和难分解的木质素、多酚等组

成，凋落物的分解不仅可以提高土壤的碳含量，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也会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改变土壤

微生物群落特征，大量凋落物的输入会改变土壤有机碳的含量［４２］。 禾草、多年生植物拥有发达的根系和更多

的生物量，不仅在生长季提供大量的生物量并减少表层土壤有机碳的流失，在衰亡期也会向土壤中输入大量

的根系与凋落物，这都会造成植被恢复区土壤碳积累［２５， ４１］。 杂草和一年生植物与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显著负

相关（Ｐ＜０．０５）（表 ４），相对于禾草与多年生植物，杂草和一年生植物的根系较浅且植株较低矮，因而对生态

系统根系和凋落物的输入远低于禾草和多年生植物，在有限的资源与空间中，禾草与多年生植物会贡献更多

的有机碳［２７］。 因此，禾草和多年生植物与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正相关，而杂草和一年生植物与其呈负相关。 总

而言之，植被恢复是通过促进植物生长，改变下垫面性质进而减少土壤有机碳流失，增加植被碳储量和土壤碳

储量来提高生态系统碳储量。

４　 结论

退耕还草后，群落盖度随着植被恢复不断增加，优势种从达乌里胡枝子、赖草、茵陈蒿、演变为长芒草、铁
杆蒿，禾草类、多年生草本和灌木代替杂草和一年生植物，逐渐占主导优势。 生态系统碳储量在植被恢复初期

下降，然后恢复 ３５ ａ 后超过农田碳储量水平。 禾草类、多年生植物和灌木发达的根系与高大的植株不仅增加

了生态系统碳的输入，而且减少了土壤碳损失。 植被恢复 １５ ａ 后，由于豆科类植物对 ０—１０ ｃｍ 土壤碳储量

产生较大的影响造成生态系统碳储量也在第 １５ 年发生较大的变化。 因此，由于长期的植被恢复，群落组成的

变化通过增加植被碳储量与土壤碳储量进而提高了生态系统碳储量，而影响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主要植被

因子是多年生植物、杂草与禾草的重要值和地下生物量与凋落物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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